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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三星堆文化与长江中游古文化的关系

赵殿增
（四川 成都 610042）

三星堆古蜀文明具有独特的文化面貌，
充满着许多未解之谜，其中最大的谜团之一，
就是这种内涵奇特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近
年来研究的情况表明，三星堆的文化因素是
在中原等多方面的影响下逐步发展而成的，
其中长江中游古文化的影响是其中一个非常
重要的方面。笔者曾撰文从宝墩文化八座古
城的建筑特征与长江中游的史前古城址群的
比较研究入手，提出“宝墩文化”很可能主要
是来源于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1]。
本文准备就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与长江
中游古文化的关系，再谈点认识。

一、“三星堆文化”与长江中游古
文化的关系

我们认为不仅“宝墩文化”可能主要来自
于长江中游，而且其后的“三星堆文化”，也包
涵有大量的长江中游古文化因素，使之成为
高度发达的古蜀文明的重要文化源头之一。

由于水患等原因，川西平原的古文化产生
的时间比较晚，它们主要是由盆地周边一些新
石器时代晚期的古文化逐步汇合而成的。成
都平原上最早的蜀文化，可能是来自西北山区
下到成都平原来的一支古文化，距今5000年
前后在什坊地区首先创立了“桂圆桥文化”[2]。
距今4800年前后，他们进一步前进到条件更
好的三星堆遗址，并在此处连续发展了两千
多年，从距今4800年直至2600年前后。根据四
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发掘单位的意见，将
三星堆遗址分为了四期，具体年代分别推定

为距今 4800 ~4000年、4000 ~3600年、3600 ~
3200年、3200~2600年前 [3]。其中距今4800~
40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第一期”，定名
为“三星堆一期文化”[4]；距今4000~3600年和
3600~3200年的“第二期”和“第三期”，定名为
“三星堆文化”；距今3200~2600年的“第四
期”，定名为“十二桥文化”[5]。本文重点研究一
下相当于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与长江中
游古文化的关系。
“三星堆文化”以第二期新出现的一组具

有地方特点的陶器群为代表，其中以夹砂灰
褐陶小平底罐为主体，数量最多，变化最明
显，最有代表性，成为“三星堆文化”典型器
物。其他典型器物还有高柄豆、圈足豆、平底
盘、圈足盘、鸟头形器柄、盉、缸、瓮、器盖等，
器盖上多有动植物造型的器纽。第三期陶器
的典型器物主要部分与第二期基本相同，但
数量种类纹饰更多更丰富，新出现的器形有
尊形器、觚形器、三袋足炊器等，稍晚出现尖
底盏和器座[6]。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在第二期
中基本没有发现青铜器，而第三期时期则出
现了大量的青铜器，并迅速发展到了古蜀青
铜文明的最高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展的“三峡水利枢
纽工程”的大规模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工作
中，考古人员在三峡出口的鄂西地区，发现了
一种被称为“长江沿岸夏商时期一支新的文
化类型”的古文化遗存，共有二十多处，可分
为两期，分别相当于夏时期和商时期。遗址中
出现了一组比较新颖的陶器群，也是以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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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罐为主体，数量最多，最有代表性，有些学
者称之为“有肩小平底罐”、“有肩罐”、“鼓肩
罐”、“收腹小底罐”等[7]。典型器物中还有细长
高柄豆（灯形器）、鸟头形器把、鬲形器、陶盉
等，并且盛行花纽器盖和动物状塑形器，还包
含有一些具有本土特征的釜罐类的器物。这
些器物与“三星堆文化”陶器群的特征很相
似，过去一般都认为它们可能是巴蜀文化的
一个分支，称为“路家河类型”[8]，或称为“三星
堆文化”的“鄂西类型”[9]。

也有学者从陶盉、陶竹节柄豆之类的器
物是在江汉地区率先出现等现象分析，认为
“这种交流从一开始就是双向的”，“二者互相
交流，互为补充”，“川东—宜昌地区恰处于这
两者之间，这里正是两种文化交汇之处”[10]。
考古新发现证明这些看法可能更接近于历史
的实际。特别是从近些年来的石家河文化和
“后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的新发现和
研究成果来看，江汉地区这时的古文化对“三
星堆—十二桥文化”的形成和影响有可能要
更多一些，更大一些，而川东———宜昌地区可
能就是这种交流的一条重要渠道。下面我们
准备从几个方面再做些探讨。

首先说一下“三星堆文化”一些特征明显
的器物来源问题。陶盉与竹节柄豆的原型可
能出于大汶口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它们率先
出现于江汉地区，很可能是再经由长江三峡
传入巴蜀的[11]。釜罐类的一组器物，也具有江
汉地区古文化的传统特征，三星堆文化中出
土的众多高柄豆，己经与石家河文化晚期的
高柄豆非常相似。至于在三星堆遗址中发现
的类似于二里头文化的铜牌饰，很有可能是
经由江汉地区辗转传入四川的。这些器形在
“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阶段都没有
出现，因此很可能是在夏商时期由江汉地区
经三峡发展到“三星堆文化”之中的。

更值得关注的一种现象是：在“三星堆文
化”阶段快速出现的浓烈的原始宗教信仰和
祭祀习俗，除了本地原有的传统观念之外，也
可能是受到了外界文化的强烈影响后才形成

的，其中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
文化（肖家屋脊文化）”，可能就是其中一个重
要的源头。近年在120万平米的“石家河古城”
西部的“印信台”遗址，发现了一个6000多平
米的方形祭台，上面有数十件大型套缸组成
的台边，套缸上有一些神秘的划纹符号。祭台
上的瓮棺葬中，出土了数百件精美的玉雕神
人像和凤鸟等饰件。在石家河古城遗址中，曾
发现了大量的陶塑动物，和数以万计的尖角
状小陶杯，都是一些专门的祭祀用品，说明当
时“石家河古城”已经是一个重要的祭祀活动
中心 [12]。特别是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
（肖家屋脊文化）”中发现了一大批“玉雕神人
头像”，如谭家岭9号瓮棺出土的神人头像等，
就与“三星堆文化”中出现的“青铜人头像”有
极其相似的装束和神态，它们很可能就是三
星堆青铜神像造型和内涵的一个重要源头和
依据[13]。进一步推测，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出
土的“玉雕立人像”，从造型和内涵，也可能是
经由“石家河文化”进入四川，并成为“三星堆
文化”中“青铜大立人像”的一个源头与依据
的。三星堆时期狂热的宗教祭祀习俗，或许有
很多就是从江汉地区传入的，因而带有石家
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深
厚的祭祀文化遗风。

二、长江中游古文化进入“三星
堆文化”的动因

关于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后石家
河文化”，以及“长江沿岸夏商时期一支新的
文化类型”即“路家河类型”等进入四川，对
“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的形成产生影响
的社会动因，我认为很可能还是与中国史中
著名的尧舜禹征“三苗”的历史事件有关。

根据老一代学者徐旭生的研究，在“中国
古史的传说时代”，主要有“华夏”、“东夷”、
“苗蛮”三大集团，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14]，他
的这一远见卓识，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其中
“苗蛮”集团主要分布于长江中游的两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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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又被称为“三苗”。目前考古学界大多认为
从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阶段，可能就是
“苗蛮”集团的主要文化遗存[15]。

“古史传说中三苗与中原的大冲突至少
发生过两次。第一次在尧舜之际，《史记·五帝
本记》综合其情况为：‘三苗在江、淮、荆州，数
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迁三苗于三
危，以变西戎’”[16]。过去史家曾多认为这次
“迁三苗于三危”，是迁到了大西北，但除了敦
煌附近有座“三危山”之名以外，尚无其他实
据可证。

我们认为尧舜时期进行的第一次征“三
苗”，并“迁三苗於三危”，促使一部分“三苗”
人来到了成都平原，创建了“宝墩文化”[17]。但
这次征伐并未将三苗真正征服。到了大禹时
期，又进行了第二次更大规模征伐，才使三苗
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墨子·非攻下》云：“昔者
有三苗大乱，天命殛之，……禹亲把天之瑞令
以征有苗……苗师大乱，后乃遂几”[18]。所谓
“遂几”，就是说并未完全被消灭，而是被分散
或赶走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可能就是在
这时候经由三峡地区，再次进入到了成都平
原，在三星堆遗址扎下根来，并把他们比较成
熟的信仰观念和祭祀形式也引进了三星堆原
有的祭祀文化之中，使之逐步发展成为高度
繁荣的三星堆文明。而先前到来的“宝墩文化
古城址群”中的居民，很可能是因为有族群的
认同和祭祀活动的吸引，加之水患的影响等
原因，逐渐集中到了三星堆遗址之中，最终形
成了此后的数百年间一座三星堆古城独尊独
大，而宝墩文化的各个城址却被放弃了的情
况。

关于三星堆蜀文化与三苗文化的关系问
题，俞伟超先生在他1997年第11期发表在《文
物》上的《三星堆蜀文化与三苗文化的关系及
其崇拜内容》一文中就曾经指出：“三星堆等
地的早期蜀文化，就是借此契机迅速发展而
成的。三星堆早期蜀文化中大量存在的封口
陶盉，最初出现于二里头文化遗存中，也应当
是通过三苗的媒介而传入的”[19]。

三、三星堆文化后期高度发达的
青铜文化的来源

关于三星堆文化后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
化的来源问题，俞伟超先生也曾敏锐地指出：
“到了商后期，洞庭湖周围及其附近的三苗余
部，在商文化的影响下，青铜工艺极为发达，
铸造出许多体型高大和厚重的铜铙和铜鼓，
以及动物造型的礼器如乳虎卣、象尊、猪尊和
人面方鼎等，一般形态的青铜礼器，则有尊、
罍、卣等，而尤以尊和罍为多，成为这一带的
文化特色。

非常有意义的现象是，在三星堆和彭县
竹瓦街等早期蜀文化的遗存中，其青铜礼器
都是尊和罍，这显然又表示出与同时期的湖
南等地的三苗文化，依然存在着一种特殊密
切的关系。另外，在近十多年中，在湖北宜昌
地段的清江之中和四川巫山大宁河畔又分别
出了类似于三星堆遗物的商时期的铜罍和铜
尊各一件，又多少暗示出那时的巴人也和三
苗余部存在着相当的文化联系”[20]。

俞伟超先生的这些论断，提出了两个重
要的学术观点：一是苗蛮集团在商文化的影
响下，曾创造出长江流域具有自身特色的青
铜文明；二是三星堆璀灿的青铜文化，很可能
主要是从中原经由江汉地区传入的。这两点
我都很赞同，这里再结合新的考古发现做一
些补充说明。

近年来湖北盘龙城考古取得重大进展，
证明它是商代前期在长江流域建立的一个带
都邑性质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基地，从距今
3500年左右开始，大约存在了300余年。这里
不但有完整的城池，高大的宫殿，高等级墓
葬，而且有了成熟青铜铸造产业。是它把商王
朝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带到了长江流域，还
通过这里控制了当地富有的铜矿资源[21]。后来
因为某种原因商人从这里撤走了，但其青铜
铸造技术却被当地的三苗等人学习继承下来
了，青铜工艺极为发达，并结合各自生活习惯
和民俗信仰，相继创造出了一大批具有地方

142



特色的青铜文化，如大洋洲铜器群、炭河里铜
器群等。他们所共同选择的青铜礼器，则主要
是铜尊和铜罍[22]，而与中原地区以鼎豆簋为主
要组合的成套青铜礼器传统有所不同，从而
创造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长江流域青铜文
明，并与黄河流域的青铜文明一起，共同构建
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青铜文化体系。

由于三苗曾几次被迫迁入成都平原，并
在那里遇到了良好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发展
成繁荣昌盛的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三苗
的余部可能与三星堆文化仍然存在着相当的
文化联系。当他们掌握了商王朝先进的青铜
铸造技术之后，自然会把青铜工艺很快传播
到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遗址。这时的三星堆文
化已经快速发展成为了一个充满着宗教狂热
的神权国家，正好利用这种新鲜的先进材料
和技术，铸造出大批青铜神像和祭祀用具，从
而创造出了灿烂夺目的三星堆青铜文明。三
星堆文化不但在器物特征上与长江中游古文
化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从生活习惯和宗教信
仰看也有相当多的联系，从而在青铜礼器的
选择和神像与祭器的制造方面也有很多相似
之处，共同创造出具有地域特色的长江流域
青铜文明，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共同
体的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而言之，三星堆文化是由多方面因素逐
步汇集发展起来的，而长江中游古文化的多次
影响，可能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余论：《天问》与三星堆

近年不少研究者已经开始认为：三星堆
祭祀坑中的众多奇特文物，原来主要是放置
在蜀国的“神庙”“宗庙”之中的[23]。这些神庙
的图像器物和气氛环境，可能与屈原当年创
作《天问》时的场所和氛围有些类似。

关于屈原构思和创作《天问》的社会背景
与环境情况，东汉时期将《天问》编纂成书的
王逸曾记述道：“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徬徨山
泽，经历陵陆，嗟号昊蚁，仰天叹息；见楚有先
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

仙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
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何以问之，以瀑恃
潢，舒泻愁思”[24]。这种在“图画天地山川神
灵，琦玮仙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的“先王之
庙及公卿祠堂”中进行研究和创作的场景，与
我们今天面对三星堆文物时的情况，或许有
某种相仿之处。

屈原和三星堆人都生活在长江中游和上
游，这里的古代人们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
充满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曾创造出了灿烂夺
目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后来成为了我国
道家思想的重要发祥地。两地之间也一直有
着密切的文化联系，有着相似的思想文化发
展史。《天问》开篇即问到：“遂古之初，谁传道
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表达出对“我
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人类终极哲
学问题的深刻思考，进而对世界的初始、万物
的关联、人类的起源、先祖的事绩、历史的进
展、社会的构建，乃至天地人间各种自然和社
会现象的变化，提出了广泛的思辨，描绘出大
千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幅幅生动画卷。三星
堆人则是用放置于神庙宗庙中的神坛、神像、
器具、图像等艺术形象，来寻求回答和具体表
述这些问题，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作为
互相提出和解答问题的具体线索。我们或许
可以循着屈原的思路和方法，参照《天问》提
出的问题，去探寻和复原三星堆祭祀坑中所
埋文物原来放置在“神庙”“宗庙”中的具体
情况，探讨三星堆众多神奇文物原有的文化
内涵和组合主题，努力去解开这些千古之谜，
进一步深入研究三星堆文化在多元一体的中
华文明中的地位和价值。
注释：

[1]赵殿增：《从古城址特征看宝墩文化来源———兼谈
“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的关系》，《四川文物》
2021年第1期。

[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博物馆、什邡市博
物馆：《四川什邡桂圆桥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
物》2003年第9期；万娇、雷雨：《桂圆桥遗址与成都平原新
石器文化发展脉络》，《文物》2003年第9期。

[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
出版社，1999年；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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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cribed White Porcelains Unearthed at Building Site No. 1 in Jinyang Ancient City
AN Ruijun (Nanjing, Jiangsu 210023) ZHAO Fanqi (Taiyuan, Shanxi 030024)

Abstract: A few inscribed white porcelains, dated from the Tang Dynasty to the Five Dynasties,
were unearthed from the building site No. 1 in Jinyang Ancient City. White porcelains were inscribed
with characters ying, guan, xinguan, as well as yiding and jin, the latter two of which were archaeologi-
cally report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present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inscribed character ying refers to
dayingku (big-surplus library), implying that those inscribed with ying were commodities; that yiding
refers to Yiding Town, implying that the crafted products (white porcelains) were produced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Yiwu Military Commissioner; and that jin refers to the kings of Jin (Li Keyong and Li
Cunxu), implying that those inscribed with character jin were produced in local kilns in Shanxi.

Keywords: Jinyang Ancient City; white porcelain inscribed with the character ying; white porcelain
inscribed with characters yiding; white porcelain inscribed with character 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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